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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长三角地区“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以地级市为基本统计单元,进行了地理空间分布

规律的研究｡ 结果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两类“双创”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是布局在区域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并且以“上海—杭州”为核心形成了创新连绵区｡ ②“双创”投资机构相对于“双创”平台而言,分布更加集中,

体现了市场选择和政府推动两种运行机制在“双创”机构空间分布影响上的差异性｡ ③两类“双创”机构的空间

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最为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双创”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

相关基础性影响要素的优化布局,并从差异化发展途径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关键词】:“双创” 创新空间 核密度 首位度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0)08-0036–07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为“双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双创”发展一般包括了 4 个方面

的内容:创新资源､创新机构､创新机制以及创新环境｡创新机构是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一般包括“双创”企业､“双创”平台､“双

创”投资机构等｡“双创”企业在创业初期一般需要“双创”平台为载体依托,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机机构的资本影响｡因

此,“双创”平台和“双创”投资机构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城市对于“双创”发展的实际支撑性作用｡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已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该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的评估尤为重要｡ 

当前,创新地理理论关于“双创”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众创空间”的空间分布､形成机制､规划应对以及内涵等[1-4]方

面,而对于“双创”平台和投资机构的研究较为少见｡在研究的数据源方面,已有研究成果利用企业信息和专利等大数据,对城市

创新的区位选择､空间聚集､发展演化､网络联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5-10],但缺乏相关大数据源对中国“双创”发展进

行相关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双创”的支撑性实体机构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市场与政府两种推动

“双创”发展的异构力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等问题尚需得到进一步论证｡ 

因此,本研究基于“双创”相关的开放大数据源,重点进行长三角地区中“双创”平台与“双创”投资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政府和市场两种动力机制给予一定的解释,以期为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科学支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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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中创新空间数据主要来自创头条网站,该网站公布了不同类型创新机构实体(“双创”企业､“双创”投资机构和“双

创”平台)的空间位置以及相关的属性信息｡“双创”企业更多是实施具体创新和创业过程的实体,现阶段政府对于新建企业持鼓

励的姿态,相应的政策也相对较为宽松｡“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对于创新创业的孵化和资本支撑的意义较大,其客观的

空间分布特征往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对于创新创业的信心与热度｡本研究重点关注“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的分

析｡在每类信息的统计时,以地级市(共 41个)为基本统计单元｡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空间集聚指数 

Kernel密度法可以估算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并直观形象地反映出空间集聚状态｡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h(x)为核函数;h>0 为带宽;x-xi 表示估计值 x 到样本 xi 的距离｡核函数根据输入数据计算整个区域内点要素的聚集

情况,反映一个核对周围的影响程度,f(x)值越大,说明点分布越密集,借助ArcGIS10.1 软件实现“双创”机构的核密度制图｡ 

1.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常用来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其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双创”机构分布越集

中;数值越小,表示“双创”机构分布越离散和均衡｡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表示地理集中指数;Yi 为 i个城市的“双创”机构个数;T为“双创”机构总数;m为总计单元数｡ 

1.2.3 首位度与位序—规模分布 

一般而言,首位度代表了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本研究采用首位度中常用的“两城市指数”,

即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双创”机构数之比来对“双创”机构的分布结构特征进行判断｡通常,城市首位度小于或者等于

2,表明结构正常､资源集中适当;大于 2,则存在结构失衡､资源过度集中的趋势｡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规模和及其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城市“双创”

机构数量的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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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 是在研究区城市间位居第 i 位城市的“双创”机构数;Ri 是第 i 个城市的位序;P1 是地位最高的“双创”机构数;q

为回归线的斜率,|q|值接近 1,说明规模分布接近理想状态,|q|>1,说明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城市发育不够,

首位度较高,|q|<1,说明“双创”机构的规模分布比较分散,高位次城市规模不突出,中小城市比较发育｡ 

1.2.4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是用来反映两种要素在地理分布上联系情况的指标,通过相似程度的差异反映空间结构的不同｡本研究中,地理

联系率用来分析创新机构数量与城市 GDP之间的联系,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 为地理联系率;Si 为第 i 个城市“双创”机构数量占总数的比例;Pi 为第 i个城市 GDP 占总 GDP 的比例｡地理联系率

介于 0-100 之间,值越大,表示“双创”机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吻合度越高,两者的空间联系越紧密｡ 

1.2.5 负二项回归模型与自变量选取 

以“双创”平台数为因变量,进行基本统计分析,计算得到该变量平均值为 65.02,方差为 24577.78,偏度为 3.97｡因此,该因

变量的数据分布偏态性明显,方差值远大于平均值,存在过度离散的特征,不满足线性回归模型对因变量正态分布的基本要求｡由

于“双创”平台数为计数变量,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模型更为合理｡但由于泊松回归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的比值接近 1,而负

二项回归模型对于离散变量的评价效果更好｡负二项分布为一个连续的混合泊松分布,y 的边际分布就是一个具有闭合现实的泊

松—伽马混合分布,相应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式中:Г 是一个伽马积分,它设定了积分参数的阶乘;E(y)为期望函数;α 是伽马分布的方差参数,当 α 趋向于 0 时(没有过

度离散),负二项模型就变成了泊松模型[11]｡ 

同理,以“双创”投资机构数为因变量,计算得到该变量的平均值为 369.51,方差为 1761854,偏度为 5.32｡因此,对于“双

创”投资机构也适合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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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变量选取时,“双创”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创新创业环境等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从以下

四个方面采取数据｡①经济基础:二产与 GDP 的比值､三产与 GDP 的比值､外资与 GDP 的比值;②社会环境: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

比值;③公共服务:一般公共财政预算;④创新环境:高校在校学生数,专利授权数量｡上述数据来自2018年长三角地区各地的统计

年鉴｡对“双创”平台数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得到 VIF 的最大值为 5.96,平均值为 3.48,故各变量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可

同时用于模型分析｡对“双创”平台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得到 VIF的最大值为 5.96,平均值为 3.48,故各变量间没有明显的

共线性,可同时用于模型分析｡对“双创”投机机构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得到 VIF 的最大值为 5.90,平均值为 3.11,故各变

量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可同时用于模型分析｡此外,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还将结合地理联系率计算结果,做进一步

的影响因素分析｡ 

2 空间分布特征 

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地级市的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结果(图 1),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主要是分布在上海市,

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浙江省沿海地区,安徽省的中部｡总体而言,上海与杭州成为区域创新的核心城市｡ 

 

2.2 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 

对“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分别进行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所得到的结果为40.34 和 57.57｡当“双创”投资机构和

“双创”平台均匀分布在长三角41个地级市时,所对应的地理集中指数均为 15.62｡因此,地级市统计的这两种“双创”机构的地

理集中指数大于均匀分布时的地理集中指数｡也就是说,这两种“双创”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分布是处于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与

相关研究结论也比较相似[12]｡ 

进一步结合核密度分析结果(图 2),发现:长三角地区“双创”投资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南京以及合肥等

城市,且以“上海—杭州”为核心形成了空间分布的“连绵区”｡“双创”平台的空间分布具有与之相类似的特征,但分布更为广

泛｡形成这一分布特征的可能原因是:“双创”平台更多是由政府来推动创建的,而“双创”投机机构的区位选择更多是一种市

场行为,在一些创新能力较弱的城市中选择落地的概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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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首位度与位序—规模分布规律 

首位度的计算结果如下:“双创”投资机构为 3.22,“双创”平台为 1.69｡由于“双创”平台首位度小于 2,因此结构上相对

合理｡“双创”投资机构的首位度已经远远大于 2,因此在理论上,存在着结构失衡､资源过度集中的趋势｡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说

明了各地在“双创”平台的建设上较为积极｡另一方面,“双创”投资机构在规模上所存在着的巨大“失衡现象”,可能会导致

部分城市的“双创”发展动力较弱｡ 

 

基于位序分布图(图 3),还可观察到“双创”投资机构主要是集中在上海,其次是杭州｡此外,杭州相对于上海外的其他城市

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上海在创新创业发展的资本支撑能力上优势极为明显,紧随其后的杭州､

南京､合肥等城市将会在局部区域创新带动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 

图 4展现了位序—规模分布的计算结果,其中,“双创”投资机构回归斜率绝对值为 2.127,“双创”平台为1.473｡回归斜率

绝对值均大于 1,说明“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的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城市则不够｡同时,“双创”

投资机构得到的回归斜率绝对值大于“双创”平台,说明投资机构的集中程度相对而言更高｡总体而言,位序—规模分布结果从

总体上反映了区域的“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的等级结构关系,揭示出了长三角创新能力在空间规模分布上的集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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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3 影响要素分析 

3.1“双创”投资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计算结果(表 1)表明:二产占比､三产占比对区域“双创”投资机构数量的分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以

及专利申请授权量影响相对较弱;没有证据表明其余因素对“双创”投资机构数量有着显著性影响｡这说明了经济因素,特别是

三产的发展水平,对于“双创”投资机构数量的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公共财政预算以及专利等发展指标尽管存在着一定的正向

影响,但相对于经济要素而言则显得决定性作用不够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双创”投资机构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更大,工业和服

务业的发展水平能够吸引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双创”投资机构的到来｡专利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于“双创”投资机构向更高层级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3-14],但在“双创”发展的现阶段作用不如经济因素明显｡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毕业的高校生可能存

在很大概率选择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创业,因此这一指标在当前模型中没有表现为显著性影响｡ 

根据公式(5)对“双创”投资机构与 2017 年各统计单元 GDP 的地理联系率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为 99.505｡从拥有教育部公布

的正规高校数量上来看,上海市为 64所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分别为 52､52､45､24､13｡基于上述分析

结果,可发现:经济因素对于“双创”投资机构数量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杭州和苏州尽管在高校数量上排名落后于南京和上海,但

由于经济实力较强,市场机制发达,“双创”投资机构数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在校学生数指标表现为不显著性影响

的潜在原因｡ 

3.2“双创”平台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计算结果(表 1)表明:二产占比､三产占比对地区的“双创”平台数量分布具有强烈的显著性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占比､

高校在校学生数和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影响相对较弱;没有证据表明其余因素对“双创”平台数量分布有着显著性影响｡这说明经

济因素依然是对“双创”平台数分布最重要的影响要素｡尽管外资占比对于“双创”平台数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但相比较于经济

要素则影响性很小,其可能原因是:“双创”平台的发展与政府推动力密切相关,部分区域中后发城市(如芜湖､马鞍山市等)的外

资占比仍较高,但城市在局部区域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较强,使得这些城市的“双创”平台数排名也相对较高｡此外,与“双

创”投资机构相比较,首先不同的是,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对于“双创”平台没有显著性影响,可能原因是尽管一些城市的公共财

政预算相对较少,“双创”平台在各地区政府大力推动下都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发展｡其次是,高校在校学生数表现为显著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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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可能与地方政府一般多倾向依托高校建设“双创”平台的原因有关｡根据公式(5)对“双创”平台与2017年各统计单元GDP

的地理联系率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为99.670,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因素对于“双创”投资平台数量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表 1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双创”投资机构 “双创”平台 

二产与 GDP 的比值 13.266** 10.684** 

三产与 GDP 的比值 16.453** 12.517** 

外资与 GDP 的比值 不显著 3.06e-03** 

常住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 不显著 不显著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1.00e-04** 不显著 

高校在校学生数 不显著 7.72e-03** 

专利申请授权量 9.90e-06** 1.41e-05** 

 

注:“**”表示 P<0.05｡ 

4 总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出了长三角地区“双创”机构主要是围绕区域核心城市进行空间分布的,并且以“上海—杭州”为核

心区域形成了创新连绵区｡从空间分布上看,以地级市为统计单位的“双创”机构分布处于相对集中状态,区域核心城市的作用

明显,特别是上海在首位度上具有核心优势｡同时,“双创”投资机构在位序—规模的分析结果表现出比“双创”平台具有更强

的集聚特征｡总体而言,“双创”投机机构相比较于“双创”平台在空间分布上更加聚集,说明了市场选择和政府推动两种运行

机制在“双创”机构空间分布结果影响上的差异性｡长三角“双创”机构空间分布状况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最为密切相关的,揭示

了现阶段长三角区域尺度上“双创”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机制｡此外,创新环境等因素对于“双创”机构数分布也具有一定的影

响[15-16]｡ 

本文研究结论体现了“双创”发展的地理集聚特征,以及两类实体机构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从创新发展的角度而言,空

间集聚对“双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比较之下,对于分布在非核心聚集区的“双创”机构而言,未来需要强化特色创新

发展路径的探索｡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需要加强创新创业互动发展及其对策研究,增强区域整体创新活力｡从“双创”

内涵而言,也需要深入分析地方多元发展的创新创业供给与需求[17-18]｡因此,在保持一定空间集聚效应的基础上,需强化创新创业

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小城市和边缘地区的创新能力建设,形成区域发达的创新网络,进而提升长三角整体协同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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